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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正处于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

今日的中国是昨日中国的延续，要推进今日中国的发展，仅有对当

代中国的了解是远远不够的，对史学界、理论界来说，提供当代中

国国情的历史说明应该是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过去的研究中，人们常说历史研究应该为现实服务，但如何

为现实服务？牵强附会历史固不足言；杜撰、拼凑，甚至捏造史实以

应现实政治之需要，更是误人、误国、误自身。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

应该是尽可能真实地描述历史，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为今日社会

的形成提供真实可靠的历史说明。在过去的研究以及现实生活中，

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往往被理解和强调为研究历史的人必须有现实

感，研究的问题应该尽量贴近现实，对现实社会有借鉴意义；而研

究和实践现实者在考虑、研究以至解决现实问题时，是否应该多富

有一些历史感，并注重从历史的积淀和惯性中寻找问题形成的原

因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则容易被忽略和轻视。在这里，对历史学家来

说，重要的一点是必须为现实提供可靠的、有说服力的、与现实有

真正借鉴意义的历史说明。对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来说，这就不仅

具有了一般的学术意义，而且还会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当代的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社会经济还不够发达，人民生活普

遍还不够富裕，因此才有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现代企业

制度的理论和实践。然而，中国为什么现代经济不够发达，古代的

中国曾经有过令国人自豪，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以及漫长的经济

发展历程。为什么从辉煌的古代经济中生长不出辉煌的现代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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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问题，如果不认真研究近代和前近代的中国社会经济是

难以得到很好的说明的。

在步入近代之前的前近代中国社会，始终存在两种不同类型

和具有不同历史导向的经济力量，这就是自然经济的力量和商品

经济的力量。虽然在具体的存在形式上，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往往

两者合而为一地存在于同一个生产单位或经济单位之中，如某一

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小农家庭往往既是自给自足的小生产， 同时又

是为市场提供剩余产品的小商品生产者；但在逻辑上他们却完全

可以被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经济类型。这两种不同的经济类型的社

会经济意义就在于他们具有截然不同的历史导向。自给自足的自

然经济，无论其自身多么发展，它至多只是原有传统经济形态的再

造、复制和延续，社会不会有革命性的变化和根本的变革；商品经

济则不同，商品经济在社会中的力量积聚以及空间扩张，势必会在

适当的时候引发社会形态的革命性变化，它会将社会经济从一个

形态导入另一个更高级的形态。处于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

过渡阶段的前近代中国社会，两种经济力量的并存与兴衰隆替表

现尤为明显。从探讨和理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宏观角度出发，要

了解发达的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没能依靠内在的力量自觉地过渡

到更高级形态的现代社会，首要的问题是要探索推动这种社会形

态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力量为什么积聚不足。在前近代中国社会中，

商品经济的代表力量主要是执行社会流通职能的商人资本，因此

全面检讨前近代中国社会的商人资本和观念形态的商业精神以及

它们在当时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对于解答前近代中国社会向现

代社会的过渡就具有十分重要和现实的意义。

迄今为止，应该说无论是商人资本还是商业精神，都不乏研究

者问津。关于两者的研究论著，即使不说是汗牛充栋，至少也是洋

洋可观。但是这些研究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一些局部、个案上，其中

虽不乏极为优秀的作品和富含发人深省的见解及独到的阐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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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难以表现出一种对前近代中国社会的商人和商人资本的总体上

把握，并凭藉这一把握进一步思考中国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和中

华民族的历史进程问题。本书的研究一方面毫无疑问是建立在前

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又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

用自身的看法和见解对前近代中国社会的商人资本及其商业精神

表现一种整体性的、有序的把握和理解。因此，本书既不是纯历史

主义的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简单描述，也不是构造框架、营造

体系的历史理论著作，本书所追求和希冀的是一种对历史存在的

类型研究。具体地说，本书力图将商人资本、商业精神置身于前近

代社会再生产的特定时空环境中，考察它们在该环境中的形成、变

迁以及对该环境所起的作用。

在考察方法上，本书力图以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为基本分析

框架，从商人资本兴起的社会背景，商人资本的种类、职能、机制，

以及商人资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功能诸方面入手，着重探讨商人

及商人资本在前近代中国社会再生产中的表现形式以及具体的地

位和作用。

本书第一章商人资本兴起的社会背景考察的是与商人资本的

兴起和发展相关的社会经济内容。它们包括诸如人口的增长和流

动，生产地域的扩大和生产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商品流通的拓展以

及城市的繁荣和市镇的兴起等等。第二章商人资本的种类和职能

以大量的历史资料为基础，首先将商人资本按其在流通领域中的

作用分成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两大类，然后进一步将商

品经营资本分解成贩商、牙商和铺商，将货币经营资本分解成一般

的高利贷资本、典当资本和钱庄票号资本，依次考察和分析它们的

种类特点、行业分布以及存在形式等等，最后还在上述分析的基础

上进一步考察了甚具中国特色的官商和私商问题。第三章商人资

本的地缘构成及地域分布具体考察了作为前近代中国社会商人资

本最基本特性和特征的乡缘、地缘和业缘，论述了构成前近代中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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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商人资本主体的各大地方商人的发生发展和具体经营状况。

第四章商人资本的经营及其人际关系从商人资本的财产组织形

式、商人资本的经营以及商人会馆公所诸方面入手，考察和分析了

商人资本运动过程中在一般的经济关系之外所体现的复杂多变的

人际关系。第五章商业精神与商人资本的发育从国家商业观、民间

商业观以及商人精神和商业伦理三个层面，考察了商业精神的内

涵、社会分布层面以及与商人资本发育的多重关系。第六章商人资

本与社会再生产从社会再生产的生产条件补偿、社会生 基金与

消费基金的分配、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诸方面论述了商人资本在当

时社会再生产中双重性的地位和作用。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本书只是从流通领域的角度，以流通领域

的主要职能阶层商人和商人资本为研究对象及切入点，对前近代

中国社会经济和社会再生产所作的考察。至于对传统中国社会经

济以及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考察分析尚有待于更进一步的全面深

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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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商人资本兴起的社会背景

中国社会的商人和商人资本有着极为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

资本已在社会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迄至唐宋，商人资本发展更为

显著。到前近代的明清时期，商人资本的勃然而兴已成为中国社会

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这一经济现象出现的社会背景是前近代

中国社会经济中商品化成份的扩大与成长。它们具体地表现在社

会生产中商品化成份的扩大、商品流通内容的增加、流通量与流通

范围的拓展，工商业城市的繁荣，以及广大农村地区市镇数量的增

多上。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前近代中国社

会人口的持续增长以及社会人口的移徙和流动。人口增长扩大了

人与自然的矛盾，促使社会生产向深度和广度的拓展。因此，对前

近代中国社会商人资本兴起的社会背景的考察，其历史和逻辑的

起点应是前近代中国社会人口的增长与变动。

第一节　　人口的增长及其移动趋势

世纪中叶到 世纪中叶的前近代中国社会，在中国历史

上是一个十分重要、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在此期间

正明显地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这一变化最重要的社会背景即是

人口的增长及其由此而引起的人口流动。

中国人口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在 世纪前，峰值人口大多在

千万左右。汉代的文景之世，唐代的贞观年间，以及宋代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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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世纪中叶，历之世，中国人口都曾达到过它的几个峰值阶段。

经元明之际的战乱，中国人口又一次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在战乱

零，不已的中原地区，户口 人烟稀少。顾炎武称“：明初承元末大

乱之后，山东、河南多是无 。至 年（元 年），人 朱元璋之地”

回家乡濠州“，所经州县，百姓稀少，田野荒芜，人民死亡或流徙他

郡，不得以归乡里”。明太祖登基之后，对发展人口极为重视。洪武

元年即下诏称“：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
，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务 。经过一段时期的修养生息，洪武

万，年，全国登记在册的人口已达 万，户数达

与元代鼎盛的元世祖时相比 万，口增，户增 万。如果考虑

进户口登记中不可避免的脱漏以及对边远地区的忽视，实际的人

口数可能还会更大些。在这以后，从明代的洪武、永乐年间，到明中

叶的弘治、正德年间，直到明末的万历、崇祯年间，无论是中央政府

的人口登记，还是地方政府的册籍中，登记在册的人口数字不仅未

见增加，反而出现下降趋势。

明洪武、弘治、万历三朝登记户口数

年（ 年 ）年 ） 年（弘 治 万 历 年（洪武 年）

户数

口数

资料来源：万历《明会典》卷 ， ，户口户部

然而，实际上自洪武以后，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的人

口登记已只是越来越注重应役人户，人口登记实际上已逐渐转化

为应役人口登记；另外，再加上人口的自然和人为变动，民间人户

的故意归并，地方豪绅的荫庇，官员的舞弊隐漏等等，在册户口数

已大大少于实际户口数。万历《常山县志》称浙江常山县官府的人

《《日知录集释》卷 开垦荒地》。
《大明太祖高皇 《仁政》，卷帝宝训》卷

①
谕群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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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登记是“丁口有虚报，有实差。盖朝廷之典籍不敢阙，而差不以

实，则民力不支，恐迫使逃绝，益消耗尔。吾常册丁万计，差丁千计，

多寡不同”。浙江如是，其它省份情况也大同小异“。四川土俗，人

丁欺隐之弊与湖广大略相似，与他处大不相侔。其大户或十数姓相

冒合籍，而 。福建《连江县志》分门百十家，其所报人丁不过十数”

更直言不讳地声称，“自洪武十四年至是九十二年，户减八千八百

九十，口减四万八千二百五十，是生亡其六七矣，何生息久而反凋

零乎？抑恐多其数反为民累，任其脱漏弗之计也”。所以，真实的情

世况是，从 纪后期到 世纪前期，中国的人口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呈现上升的趋势，这不仅在大量的历史资料中能得到相应的

佐证，而且也 。有理由认为，到为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所证实

世纪末的万历年间，中国人口已在 亿左右，较之明初大约增长

了一倍。

明末清初的战乱使中国人口再受重创。清顺治初，四川、江北

等受战争严重破坏的地区人口急剧减少。康熙初，四川巡抚向朝廷

奏称“，臣初至保宁，见民人凋耗，城廓倾颓，早不胜鳃鳃忧悸。迨泛

舟遍历，日歉一日。惟重（庆）属为督臣驻节之地，哀鸿稍集，然不过

数百家。此外州县，非数十家或十数家，更有止一二家者。寥寥
，遗，俨同空谷。而乡镇市集，昔之棋布星罗者，今为鹿豕之场 。康

熙 年，四川全省承粮民户仅 余户，较明万历 年的军民

人户 余户减少了 户。　

在此之后，经过几十年的修养生息，特别是在康熙 年“滋生

人丁，永不加赋”，以及雍正 年“摊丁入地”后，中国人口又重新增

加。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清初顺治年间中国的人口大约在 亿左

右，康熙中叶则已超过 亿 年（康熙。较高的估计认为，

①胡世宁：《胡瑞敏奏议》卷
② 何 炳 棣 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
③康熙《四川总志》卷 贡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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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后，中国的人口已达 多年中，亿。在此之后的 中国的

人口直线上升。仅据保守的 亿，乾官方统计，乾隆 年已达

隆 年首次超过 亿，乾隆 亿以上，而年达到 到道光 年

则更达 亿。从 世纪中叶到 年时间内，中世纪中叶

国的人口大致上增加了 倍，而从 世纪 世纪中叶，末到

中国的人口大致增长了 倍以上①。

前近代中国社会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了人口 土地关系

的急剧变化，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与人口增长相随的是人口的流

动。

虽然，无论是明代还是清代，封建国家都有限制人民流动的管

制措施。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国家往往又对某些地区的人口

流徙采取鼓励政策；再加上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开发程度高低不

一，民间的自发流动、移徙在所难免。前近代中国社会几百年间，不

同规模、不同间隙时间的人口流动可以说从来没有停止过。

明代时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要数明初官方组织的移东南富民

充实京师、凤阳，移各地军民充实云南；以及明中叶以后，长江中下

游地区向内地丘陵山地的自发性流动。明洪武、永乐年间，由官府

组织，先后从江南苏松等地移往安徽凤阳、南京应天、以及北京周

边地区的人口至少可达 万人以上。而由戎丁以及迁移人民组成

的对云南地区的大规模移民，人数估计可达百万以上。明中叶以

后，长江中下游地区大规模自发移民的主要移居地是汉水流域的

郧阳地区。据官修史书记载，宣德 年，仅山西“饥民流徙南阳诸

郡，不下十万余口”；成化 年“，四方流民屯聚荆襄者，已二三十

万”。除上述规模较大、流向明确的人口集中流动外，有明一代经

常、零星的人口流动始终存在。人口流动的原因，除了正常的外出

①参见梁方 页，上海人民出版仲：
社 年版

②《明宣宗实录》宣德 年春正月甲申。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

年闰 月甲辰；《明宪宗实录》，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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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商、季节打工外，还有躲避赋税、债务，逃荒，投亲，流浪等等。反

映在现存史料中就是史家常说的流民问题。

清代人口增长的速度和规模远过于明，而且清代的疆域开拓

也胜于明，故清代人口流动相比于明代也更为可观。

清代人口流动的第一个高潮是清初长江中下游以及东南沿海

地区人口向因受明末清初战火蹂躏的四川的大规模移徙。康熙

年，有地方官员奏称“：楚南入川百姓，自康熙三十六年以迄今日，

即就零陵一县而论，已不下十余万众 。清中叶时，四川大多数”

县份已是“土著者少，寄籍者多”“，自外移实者，十之六七为湖广

籍，广东、江西、福建次之” 。

清代人口流动的第二个高潮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平原、河谷

人口向山林、高地的移徙。当时，无论是川陕鄂交界的巴山秦岭地

区，闽粤赣交界的南岭山区，还是闽浙赣交界的仙霞岭地区等等，

都聚集了为数可观 《三，被称之为“棚民”的流徙人口。严如 省山

内风土杂识》生动地记载了移民涌入川陕鄂交界山林的场面，“流

民之入山者，北则取道西安、凤翔，东则取道商州、郧阳，西南则取

道重庆、夔府、宜昌，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

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寺庙岩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

拾柴作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椽，上覆茅草，仅避

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

否则仍徙他处，故统谓之棚民”。

清代人口流动的第三个高潮是华北、山东人民向东北、蒙疆边

地以及闽粤人民向海疆台湾的流徙。东北为满清发祥之地。顺治

元年至康熙 年，清政府曾大力鼓励关内汉民移徒东北“，民人愿
，出关垦地者，令山海关造册报部，分地居住 。康熙 年以后，清

①《康 册，第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页，档案出版社
民国《叙永县志》卷 《文化篇》；《泸县志》卷 《礼俗志》
《 卷大清会典事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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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对关内人民移居东北管制渐严 年，清政府又下令奉天沿。乾隆

海地方官，加强兵丁稽查，不许内地人民私自出山海关、喜峰口及

九边门。然而实际上清前期百余年间，冀鲁豫三省人民向东北地区

的移徙始终没有间断过。每当灾歉之年，这种流徙就更为显著。乾

隆 年，乾隆帝在谕旨中称“，闻山东省穷民，外出者甚众”“，古北

口等处，流民四出，近日二三千人之多” 。由于大量关内人口向东

北的移徙，东北 年东北人口还只人口在清前期增长极快。乾隆

万，到道光年间已猛增至有 万。东北之外，口外蒙疆、南隅

云贵边地都有人口徙入。蒙古地区“，康熙年间，喀喇沁札萨克等地

方宽广。每招募民人，春令出口种地，冬则遣回。于是蒙古人贪租

之利，容留外来人，迄今至数万” 。闽粤人民向台湾的移徙明代时

已经存在，只是数量还较为有限。康熙 年清政府平定台湾后，闽

粤人民向台湾的移民数量急剧增加。据乾隆 年《台湾县志》估

计，仅 世纪中叶，自大陆沿海省份流入台湾的人口已不下数十

万。到嘉庆 年，台湾的汉民已达 户，人口超过 万。

前近代中国社会人口的持续增长以及人口跨省际的频繁流动

土地比例的变动以及人与反映 自然了人口 矛盾的深化。从现

代人口学的观点看，人既是消费者，更是生产者。人口的增长和流

动直接的经济结果必然是社会生产向广度和深度的拓展，在当时

的技术条件下，其具体表现就是生产地域的扩大及其社会生产商

品化的发展。

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第 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②《高宗 绥藩服》。纯皇帝圣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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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生产地域的扩大以及

生产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一、生产地域的扩大

人口的增长以及大规模的跨省际流动促进了前近代中国社会

生产地域的扩大。它们集中地表现在内陆省份丘陵山地、湖沼滩涂

的大规模开发，边疆、海岛的垦拓以及广大被荒区域的再开发等方

面。

内陆省份山地开发最集中、最典型的区域当推川陕鄂交界的

郧阳、巴山、三峡地区，以及闽浙赣、闽粤赣山区、湘鄂西山区等。

明代时，以郧阳为中心的荆襄山区一度集聚了上百万的耕垦

棚民。他们在昔日的原始森林中“，依山而居，编竹葺茅以代陶。凡

男插秧，击鼓而歌，悉力耕山，野无旷土。暇则负笼樵采，络绎于道，

四方流移杂处，醇梗相半 。与明初原始荒凉、人烟稀少的情景相”

比，明中叶的郧阳山区已是“昔时土浮于人，又山多田少，水田十之

一，旱田十之九。近则五 方杂处，渐至人浮于土，木拔道通，虽高岩

峻岭皆成禾稼”“；昔时民多结茅以居，编竹为墙，所托非高阜即深

涧，近则烟户稠密，平原水次列为市廛 “；昔时山路崎岖，家畜骡马

虽妇稚娴揽辔，近则嫁娶迎送、访亲问旧，多用肩舆”“；昔时林木盛

而禽兽多，农隙时居民猎取鲜肥，臂搏兔，故其人多强毅，近则山尽

垦辟，物所所藏，猎者亦罕” 。成化 年，当官府招抚处置荆襄山

区流民时，登记已垦荒田高达 万余亩。人口的增加，生产地域

的扩大，使得明政府在郧阳山区的鄂、陕边界一次即新增设了郧

西、桐柏、商阳等 个县。

①万历 风俗》。《郧阳府志
②同治《郧阳志 舆地志 风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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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清以后，川陕鄂三省的南山、巴山老林及三峡山区更是由于

移民的增加而得到进一步的开发“。自陕西之略阳、凤县，东经宝鸡

等县，至湖北之郧西，中间高山深谷，统谓之南山老林。由陕西之宁

羌、褒城，东经四川之南江等县，至湖北之竹山等县，中间高山深

谷，同谓之巴山老林。老林之中，客民给地主钱数串，即可租种数沟

数岭。江、广、黔、楚、川、陕无业者侨寓其中，数以百万计，依亲傍

。除了友，垦荒种地” 传统的开垦山地，种植苞谷、番薯之类的平

面垦殖外，以丰富的山林资源为生产对象的商品性种菰、木耳，伐

木，锯板，造纸，烧炭，锻石灰，冶铁开矿等等也极为兴盛。其中“木

厂分圆木、枋板、猴柴、器具各项”；纸厂“择有树林青石近水处，方

可开设。有树则有柴，有石方可烧灰，有水方能浸料，如树少水远，

即难做纸，只可就竹箐开笋厂”“；铁厂分红山、黑山。黑山为炭窑，

须就老林砍伐装窑，烧成煽铁炭；红山则山之出铁矿者，矿如石块，

色微赤，故称曰红山”“；炭厂有树木之处皆有之，其木不必大，山民

于砍伐老林后，畜禁六七年，树长至八九围，即可作炭”“；木耳厂择

山内八九年、五六年花栗青冈梓树用之，不必过大。每年十月内，将

树伐倒，纵横山坡上，雨晒日淋，至次年二三月间，将木立起，二三

十根攒一架，再经淋晒，四五月内即结木耳”“；香菌 于秋冬砍伐

花栗青冈梓树、桫椤等木。山树必择大者，小不堪用。将木放倒，不

去傍枝，即就山头坂上任其堆积，雨淋日晒，至次年树身上点花，三
，年后即结菌 。

闽浙皖赣的山地开发明中叶后逐渐转盛，除开山垦地，种植苞

米、番薯等高产粮食作物外，大量从事的也是“艺麻种箐，开炉煽

铁，造纸制菇 之类的商品性生产。福建永福县山区，嘉靖、万历年

间“引水不及之处，则漳、泉、延、汀之民种箐种蔗，伐山采木，其利

倍于田。久之，穷冈邃岭无非客民”。江西万羊山区，地跨湖广、福

①《清宣宗实录》卷
②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 《山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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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广东，隆庆年间“各省客民 。入清亦尝流寓其间，以种蓝为业

以后，随着人口不断向山区的移徙，闽浙皖赣山地开发步伐更为加

快。道光年间，浙江省“杭州府属之富阳、余杭、临安、於潜、新城、昌

化等县为嘉兴湖之上游；湖州府属之乌程、归安、德清、安吉、孝丰、

武康、长兴等县为苏松太之上游，皆系山县⋯⋯三十年前从无开

发，嗣有江苏之徐、淮民，安徽之安庆民，浙江之温、台民来杭湖两
，

属之各 。浙江常山县山区，福建棚民县，棚居山中，开种苞芦

“在各处山乡租地搭棚居住垦作者，皆以种麻、种箐、栽烟、烧炭、造

纸、种香菇等为业” 。

湘鄂西山区明末清初尚“土广人稀，荒山未辟”，雍正、乾隆以

后，外区 年湖广总移民不断涌入，促进了山区经济的开发。乾隆

督称其中的“施南一府僻处万山⋯⋯自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以来，

久成内地，以致附近川黔两楚民人，或贪其土旷粮轻，携资置产；或

藉以开山力作，搭厂垦荒，逐队成群，前后接踵”，耕垦山民“方春视

山可垦处，伐木烧畲，种植杂粮，悬崖峭壁皆满，而苞谷尤多”“，从

前所弃为区脱者，今皆地垦种之⋯⋯绝壑穷颠，亦播种其上。可谓

地无遗利，人无遗力也” 。

湖沼滩涂的开发主要集中于长江中下游河湖地区以及东南沿

海地区。地处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以及洞庭湖流域，自古以来即多

为湖沼泽地。明清时期，以江西籍移民为主体的外省人口大量涌

入，促进了以围垦沿湖荒沼地为主要内容的“垸田”的开发“，民间

于田亩周围筑堤以御水患，名曰垸”。江汉平原的安陆、黄州、荆州、

武昌、汉阳五府州，从明成化年间到清雍正年间，在册耕地从

万亩增加到了 万亩，水田面积从 万亩增加到了 万

万历《永福县志 风俗》；《明穆宗实录》卷
《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 屯垦》户政类 。
《雍正朱批谕旨》第四册，雍正 年 月 日王国栋奏。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四，乾隆 年 日；同治月 《来风县志》卷
同治《建始 《风俗》县志 卷

《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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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沿海地区的长江三角洲以及珠江三角洲，明清时期沿海

濒江滩涂的开发利用也甚为显著。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县明清时期

滩涂围垦十分风行。沿江滩涂“土积渐阜，潮落滩出，则筛莞诸草生

焉，取以偿课，其利甚微，名曰草滩；渐次高阜，取芦根遍植之，名曰

种箐”。种菁之后数年，滩涂淤积加快，即可耕垦成田①。

珠江三角洲明清时期的滩涂围垦称之为“沙田”，沙田四周所

筑的堤岸称之为堤围、基围。规模大的堤围所围辖沙田可在万亩以

上。整个珠江三角洲明清时期围垦的沙田可达上百万亩。

生产地域向边疆地区的拓展主要集中在东北、蒙疆以及西南

边地。如前所述，东北地区清前期曾有大量关内汉民外徙，由此而

促进了东北地区的土地耕垦及经济开发。移民们在关外从事种植、

伐木、打围、烧炭、采参、采药等各项经济活动，不仅传授当地人民

各种生产技术，而且还使大批昔日的榛莽之地成为了著名的粮仓。

康熙 年到雍正 余年间，东北地区的耕地增加了年的

余万亩。奉天省顺治 年在册耕地仅 万余亩，到雍正 年已增

万亩，嘉庆至 年更是猛增至 万亩，开发速度之快实为

惊人。

口外的蒙古地区清前期由于汉人的移入，大量的土地得到开

垦。归化城土默特“该旗所谓游牧地、户口地者，自康熙以来，久已

陆续租给（迁移）民人，以田以宅”。雍正初，蒙古高原察哈尔右翼四

旗，从关内迁移的无籍穷人历年耕垦种植的土地已达 余顷；

而从张家口至镶蓝旗察哈尔西界各处耕垦民人已达万余。乾隆年

间，清政府曾下令禁止关内汉民前往蒙古耕垦，但实际上并未真正

奏效。乾隆中叶以前，关内汉民进入耕垦的地区还只是直隶、山西、

陕西边外的卓索图盟、昭乌达盟，以及察哈尔南部和归化城等地，

①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农业经济发展的区域特征》 《中国农史》 年第
崇期：正德 县 卷志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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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乾隆末叶，已伸展至蒙古腹地的科尔沁左翼南部，嘉庆年间更

已达到郭尔罗斯旗。嘉庆年间，科尔沁左翼前旗垦地已达 垧；

郭尔罗思前旗已有垦地 亩；归化城土默特一带，从乾隆 年

至道光 年，在册升科地亩累计已达 万亩①。

西北边地明清时期生产地域的扩大涉及河西、三陇诸地，以及

宁夏河套地区、河湟地区和新疆天山南北。河西地区，特别是嘉峪

关外，如敦煌等地，汉唐时曾称极盛。但明后期渐成弃土。康熙、雍

正年间在移民的开发下，土地渐次耕垦。雍正 年，耕垦荒地已达

万余亩。宁夏河套地区，雍正 年清廷诏令以查汉托护 万余

顷荒地招民耕垦，“官借建房牛具籽种之资，凡陕西各属无业民户

愿往者，计程途远近，给予路费，每户按百亩，以为世业”。乾隆

年，又“招徕凡三千五百余户，垦熟田凡三千一百六十七顷”。康熙

余万年，甘肃在册民地仅 亩，到乾隆 年已达 余万

亩②。

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地区自入清代版图后，在清政府军民屯

垦政策的影响下，农业生产地域迅速扩大。乾隆年间，新疆以天山

北路为重心的军队屯垦，分布已甚为广泛。其中乌鲁木齐地区的军

屯田地多达 万余亩，伊犁地区也有 万余亩。此外，以内地移徙

汉民为主体的民间开垦也发展很快。分布范围“自伊犁、晶河、库尔

喀喇乌苏至乌鲁木齐之迪化州、喀喇巴尔噶逊、头屯所、芦草沟、塔

西河、阜康、济木萨、昌吉、绥来、呼图壁、巴里坤之沙山子、奎素、石

人子，南路之喀喇沙尔”。乾隆 年后的 余年间，乌鲁木齐民

户开垦的在册纳税土地已达 万亩。伊犁地区据《钦定新疆识

略》记载，商民张子仪等 户，自乾隆 年起共报垦麦地

亩；商民张尚义等 户自乾隆 年开垦的 万田地至少已达

田① 日 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第 页，商务印书馆
②《皇朝文献通考 田赋考》；黄廷桂：《重修昌润渠碑记》。
《新疆图志 赋税志 户屯之制》。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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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亩，到嘉庆 年已增至 万余亩。南疆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

优于北疆，清前期南疆的土地开发毫不逊色于北疆。道光年间，南

疆巴楚尔克地区“引用玉河之水。垦种二万余亩”“；布古尔回子私

垦地二万七千亩，库尔勒回子私垦地二万六千四百亩”。道光中叶，

、喀什噶尔、喀南疆库车、阿克苏、叶尔羌、和 喇沙尔一带历年开

垦的土地至少已在 万亩以上①。

被荒区域的再开发在前近代中国社会十分普遍。元末明初的

战乱曾使中原的大批土地荒芜，到明中叶以后，这些荒芜土地已渐

次得到开垦。明末清初的战乱再次使得四川、湖广、中原等地土地

荒芜，人民流散，经过清前期的休养生息，这些昔日的荒芜土地又

再次得到开发。这种被荒区域的再开发从分布上看，其拓展面一次

比一次更为广阔，从开发的内容上看也是一次比一次更为丰富。再

开发的地区以四川、湖广等地最为显著。

四川如前所述，明末的战乱曾使大量的土地荒芜。清初，在政

府垦荒政策鼓励下，大量外省人口入川，形成了前近代中国社会少

有的跨省移民高潮。从清顺治年间到清中叶乾嘉年间的百余年中，

不仅昔日的荒芜土地悉数得到重新耕垦，而且大量的新耕地也被

开垦出来。如温江县，清初移民渐至“，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渐次

招徕。人迹所至，烟户递增，城镇田庐载筑载兴，鸡鸣狗吠，声闻田

野”；合江县，明末“巨创之后，百里为墟，楚粤闽赣之民次第移垦”，

“自是生齿孳殖，昔时荒废垦辟无余” 。康熙 年，四川全省在册

熟田仅 万亩，到雍正 年，全省册载田土已达 万亩，超过

明万历 年在册军民田土 万亩的数额。乾隆 年，四川全省

的在册耕地进一步增至 万亩，已超过万历年间在册田土

①《清宣宗实录》卷 《那文毅公奏议》卷 ；王致中、魏丽英：《明清西北社会
经济史研究》第 页，三秦出版社 年版。

②民国《温江县志》卷 民政》：民国《合江县志》卷 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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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①。

湖广地区的开发初始于南宋。元末战乱使已开垦田土重陷荒

芜。明初起，大批江西移民流入湖广，邱濬《大学衍义补》称“，以今

日言之，荆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

大半侨寓荆湖”。其结果，不仅昔日荒芜之地重得开垦，而且大量新

的湖滩荒地也多被以“垸田”的形式得到围垦。湖广垦地的大量增

加，使得到明中叶时已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称。明末清初的战乱，

湖广江汉平原土地又重陷荒芜，“野无居人，间有来归者，无牛可

耕，率数家通力以四人曳犁，一人秉夫，日垦数分，以图粒食” 。康

熙年间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荒芜土地再次得到耕垦，江汉平原

的垸田数量也急速增加。雍正 年，湖北省向中央政府依次报

垦的耕地已达 万亩，而实际的垦荒面积则要远远超过此数。

二、生产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前近代中国社会在人口急剧增加的背景下，社会生产的发展

不仅表现在生产地域的平面推进上，而且还反映在社会生产中商

品化程度的普遍提高上。这种社会生产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主要体

现在农业种植业中商品性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及经济作物种植区

域的形成；农村家庭手工业商品化生产的扩大及农家手工业产品

商品率的提高；城镇商品性手工业生产数量的增加；以及山区农林

矿产资源的商品性开发诸方面。

农业种植业中商品性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以及经济作物种植

区域的形成自明中叶以后渐加显著。

首先是棉花种植的扩大以及植棉区域的形成。中国内地引进

棉花，并逐渐推广种植是在宋元之际。直到明初，植棉区域大致上

还仅限于江南苏松地区，并且产量也较有限。明代中叶以后，大江

嘉庆《四川通志》卷 《食货志》。
康熙《公安县志》卷 《田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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